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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PSIR 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胶州湾海域承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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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域承载力是海洋资源利用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旨在根据胶州湾海域资源特征, 基于

DPSIR 模型构建海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值法评价 2000—2020 年胶州湾海域承载力, 并运用

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胶州湾海域承载力子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 2000—2020 年胶州湾海

域承载力和耦合协调度变化幅度范围分别为 0.70~0.95 和 0.73~0.85。研究结论如下: 1) 2000—2020 年

胶州湾海域承载力处于强可载、近满载状态, 总体呈降低趋势; 2) 在压力层中的对海洋资源的需求是

影响海域承载力的主要因素, 而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增长率、海洋渔船数和海洋渔船功率、

人均滩涂面积和人均用海面积、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年增长率、人工增殖放流则分别是影响驱动力层、

压力层、状态层、影响层、响应层的主要因素; 3) 2000—2020 年间胶州湾海域承载力整体耦合协调度

总体呈“初级协调至良好协调”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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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经济的日益增长 , 人口、环境以及资

源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大 ,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愈发

恶化 [1-3]。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海域亦是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4-5]。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

源, 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都有重要作用[6]。中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被纳入海

洋开发总布局[7]。 

海域承载力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断依据, 

在一定时期内, 海域承载力强调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这种承载力使得海洋

能够支持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8-9]。表

征承载力的指标有海洋环境容量、资源供给能力及产

业发展程度, 通过这些指标进一步分析沿海的社会经

济状况, 从而对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承载体(海洋资

源环境)、承载对象(社会经济)及外部环境(管理)的认知

和理解更加丰富和深刻, 进而有助于实现海洋生态系

统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10]。目前, 有关海域承载力

的研究, 包括针对海洋渔业资源[11-12]和海岸带资源的

依据[13]及区域经济带的评价[14]。 

海域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起初是由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在“驱动力(P)—状态(S)—响应(R)”

概念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 后来其他组织丰富

了该指标体系[15]。例如, 毛汉英等[16]应用状态空间法, 

综合考虑承载体与受载体之间的关系 , 建立了承压

类、压力类以及区际交流指标。金建君等[17]根据海岸

带的可协调发展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特点构建

了海岸带的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总目标层、准则层和

指标层 3 个层次。由“压力(P)、状态(S)和响应(R)”

(PSR)发展起来的“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影

响(I)和响应(R)”(DPSIR)模型, 详细阐述了人类活动

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而便于决策者做出合

理决策[18]。该模型是在保护概念简单性和方法透明度

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反映研究系统中各部分的动态变化过程[19]。DPSIP

模型在研究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治理

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20-23]。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当属海岸带, 这里集中了

70%的大中城市, 创造了约 60%的国内生产总值[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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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 海洋经济总量排在

全国各沿海城市前列, 具有显著的优势和特色 [25]。

2018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青岛时指出: “发展海

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 一定要抓好。”[26]由此, 青岛市政府先后陆

续出台了包括《“海洋+”发展规划》《建设国际先进

的海洋发展中心行动计划》等规划措施, 计划将青岛

建设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27-28]。 

胶州湾是青岛的母亲湾 , 是山东半岛南部黄海

伸入内陆最大的天然海湾, 也是中国北方海区典型

的半封闭海湾浅水海湾。本文对胶州湾海域承载力

进行评价, 并对其海域承载力子系统内部的耦合协

调度进行分析, 以探究影响其海域承载力水平的因

素及其内在原因, 这不仅可为海洋资源与环境管理

者在开展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中提供科学依据, 

亦可为国内外众多临近海湾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提供良好示范和借鉴。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胶州湾海域及 2000—2020 年分别作为

海域承载力研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相关数据来源

于《青岛统计年鉴》《青岛市海洋环境公报》《青岛

市环境状况公报》《青岛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山

东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及地方政府

内部数据。 

1.2  指标体系 

胶州湾海域是一个复杂、综合、开放以及动态

的系统 , 评价其承载力需要一套具有针对性 , 科学

性且丰富的指标体系。本研究考虑社会经济活动、

海洋资源和环境容量 3 个方面[10, 29]。鉴于海洋资源

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之间有相互作用 , 以及

DPSIR 模型框架一般用于评价复杂动态非线性因果

关系的资源环境系统, 根据 DPSIR 模型的理论和系

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将胶州湾海域系统划分

为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影响(I)和响应(R)

等 5 个子系统[30]。 

驱动力是造成海域承载力变化的原动力, 包括

人口、社会和经济 3 方面。压力是驱动力表现的结

果 , 对海域生态系统直接产生作用 , 通常是负向因

子。研究中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变化、环

境污染及对海洋资源的需求。状态是在上述驱动力

和压力共同作用下 , 海域实际变化情况 , 如海水质

状况和供人类使用的海域面积。影响是海域所处上

述状态对环境、资源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响应是人

类为应对海域资源环境变化而主动采取的一些措

施 , 以此来预防和减少负面影响 , 具体表现为固废

处理进行环境治理和人工增殖放流对渔业资源的

修复 [30]。 

因此 , 本研究根据 2015 年国家海洋局发布的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和技术

方法指南》和 2017 年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地方标准《近岸海域海洋资源承载力评估技术规程》

(DB37/T2910—2017), 考虑胶州湾海域自然资源分

布现状及特点 , 综合海域资源供给与需求因素 , 从

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 选取 37 个指

标, 构建了胶州湾海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  胶州湾海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marine carrying capacity of Jiaozhou Bay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编号 权重 属性 

人口规模 人口总数/万人 I1 0.022 – 

社会进步 恩格尔系数 I2 0.027 + 驱动力 D 

经济增长 GDP 增长率/% I3 0.032 – 

人口自然增长率/‰ I4 0.029 – 

人口密度/(人·km–2) I5 0.025 – 人口要素 

城镇化率/% I6 0.022 – 

废水排放总量/(104 t) I7 0.031 – 

固废产生量/(104 t) I8 0.028 – 

石油类污染物浓度/(mg·L–1) I9 0.019 – 

无机氮污染物浓度/(mg·L–1) I10 0.021 – 

承载力 

压力 P 

环境污染 

磷酸盐污染物浓度/(mg·L–1) I11 0.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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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编号 权重 属性 

水产养殖产量/(104 t) I12 0.029 – 

海洋捕捞量/(104 t) I13 0.023 – 

海水养殖面积/hm2 I14 0.021 – 

水产养殖渔船数/艘 I15 0.029 – 

海洋渔船数/艘 I16 0.025 – 

海洋渔船功率/kW I17 0.023 – 

游客数/万人 I18 0.022 – 

港口吞吐量/(104 t) I19 0.026 – 

单位浅海养殖产量/(t·km–2) I20 0.024 – 

资源需求 

单位滩涂养殖产量/(t·km–2) I21 0.031 – 

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I22 0.037 + 

GDP 总额/亿元 I23 0.029 – 

海洋产业总值/亿元 I24 0.027 – 

海洋产业产值增长率/% I25 0.024 – 

旅游总收入/亿元 I26 0.025 – 

压力 P 

经济发展 

海洋渔业总产值/亿元 I27 0.023 – 

一、二类海水面积比例/% I28 0.025 + 
海洋环境 

近岸海域功能区达标率/% I29 0.026 + 

人均滩涂面积/(亩·人–1) I30 0.035 + 
状态 S 

海洋资源 
人均用海面积/(亩·人–1) I31 0.028 + 

环境影响 赤潮面积/km2 I32 0.021 – 

资源影响 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年增长率/% I33 0.027 – 影响 I 

经济影响 风暴潮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亿元 I34 0.023 – 

废水处理率/% I35 0.028 + 
环境治理 

固废处理率/% I36 0.023 + 

承载力 

响应 R 

资源修复 人工增殖放流/万尾 I37 0.072 + 

注：1 亩≈666.7 m2。 

 
1.2.1  正负向指标 

本研究将所有指标分为两类: 一类是正向指标, 

对海域承载力起到促进作用, 这类指标的指数值越

大越好 ; 另一类是负向指标 , 对海域承载力起到抑

制作用, 这类指标的指数值越小越好[31]。如表 1所示, 

将本文中的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类二

类海水面积比例、近岸海域功能区达标率、人均滩

涂面积、人均用海面积、废水处理率、固废的处理

率和人工增殖放流设为正向指标, 其他均设为负向

指标。 

1.2.2  数据归一化 

由 2000—2020 年间的数据构建原始数据矩阵, 

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标准化和归一化处理:  

正向指标:  

xij =[Xij –min(Xij)]/[max(Xij)–min(Xij)].   (1) 

负向指标:  

xij =[max(Xij)–Xij]/[max(Xij) –min(Xij)],   (2) 

式中, Xij 为第 i 个指标第 j 年的初始值; xij 为第 i 个指

标第 j 年的标准化后数值, i=1, 2, …, m, m 为评价指

标数; j=1, 2, …, n, n 为评价年份数, 经公式计算后得

到标准化矩阵。 

1.3  熵值法 

熵值法是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的一种方法[32]。

计算公式为:  

Pij=xij/(xi1+xi2+…+xim),           (3) 

ei=[–1/ln(n)]/[Pi1ln(Pi1)+ Pi2ln(Pi2)+…+ Pin ln(Pin)], (4) 

wi=(1–ei)/[(1–e1)+(1–e2)+…+(1–em)],     (5) 

其中, 当 Pij =0 时, 则 Pij×ln(Pij)=0。式中, Pij 为指标

数值标准化后第 i 年第 j 项指标所占比重, ei 为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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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差异性系数, wi 为各指标权重。各指标权重结果

见表 1。 

1.4  海域承载力及承载状态 
1.4.1  海域承载力 

确定好各指标的权重后 , 利用归一化处理后的

指标值去计算海域承载力 CR, 计算公式为:  

CR=w1×x1+w2×x2+…+wn×xn.        (6) 

1.4.2  承载状态标准 

参照有关海洋环境承载状态的划分标准 [33], 这

里将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理想值设为 1(n=37), 

则海域的理想承载力 M 为:  

M=w1+w2+…+wn=1.          (7) 

将理想承载力 M 与实际承载力 CR 进行比较, 对

实际承载状况进行判断:  

当 CR>1 时, 海域环境为超载; 当 CR=1 时, 海域

环境为满载; 当 CR<1 时, 海域环境为可载。 

为进一步细化承载力水平 , 在上述基础上进一

步将其划分, 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承载力状态划分标准 
Tab. 2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the marine carrying capacity state 

数值范围 承载力状态 数值范围 承载力状态 

CR≤0.80 强可载 CR=1.00 满载 

0.80<CR≤0.90 较强可载 1.00<CR≤1.25 略微超载 

0.90<CR≤0.99 近满载 CR>1.25 严重超载 

 

1.5  耦合协调度模型 

海域承载力系统结构组成要件及变量 , 因时空

差异而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因果性及反馈性等特

征。胶州湾海域利用涉及驱动力(D)、压力(P)、状态

(S)、影响(I)和响应(R)等 5 个子系统, 整体构成复杂

的非线性系统, 而耦合协调度模型常用于评价系统

间的协调发展关系 , 衡量结果具客观性和可比性 , 

注重各指标间的相互联动关系, 可清晰发现海域承

载力下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和水平, 故可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胶州湾海域承载力上述

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对其进行分析, 具体公式如下:  

H C T  ,              (8) 

         
         

1

5

5
5

D x P x S x I x R x
C

D x P x S x I x R x

       
       

,  (9) 

         T D x P x S x I x R x         , (10) 

其中, H 为耦合协调度指数, 其数值区间划分及其表

征耦合协调状态如表 3 所示[34]; C 为海域承载力各子

系统的耦合度, 其取值范围为[0, 1], C 值越接近于 1

则其各子系统耦合越好, 而越接近于 0 则表明各子

系统协调性越差[35]; T 为海域承载力 5 个子系统综合

评价值, D(x)、P(x)、S(x)、I(x)及 R(x)分别为驱动力、

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等各子系统承载力水平, ∂、

β、γ、φ及 δ等为承载力评估中各子系统(驱动力 D、

压力 P、状态 S、影响 I 和响应 R 等 5 个子系统)的权

重, 分别为 0.081、0.611、0.114、0.071 和 0.123。 

 
表 3  耦合协调状态判定准则 
Tab. 3  Determination criteria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

tion state 

耦合协调度指数 状态类型 耦合协调度指数 状态类型

0.00~0.09 极度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90~1.00 优质协调

 

2  结果与分析 

2.1  承载力及承载状态分析 

计算结果表明, 2000—2020 年胶州湾海域承载

力变化整体呈现降低趋势 , 变化幅度范围在 0.70~ 

0.95(图 1)。2013 年达到历史低值, 为 0.70。按承载状

态类型划分, 胶州湾的承载力在研究年份均处于未

超载状态(均小于 0.99, 处于强可载、较强可载、近满

载状态), 但环境治理依然面临重大挑战[图 2(f)], 如

2008 年以来浒苔多次大规模季节性暴发[36-37]。为解

决这一问题 , 各级政府采取多种积极措施 , 如努力

推进“湾长制”和“河长制”, 持续实施“生态岛礁”

“蓝色海湾”等海洋生态修复工程措施。与已有研究

相同 , 结果认为青岛市的经济水平承载力较大 , 今

后应对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重点关注, 其次是生态

环境[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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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20 年胶州湾海域承载力的变化趋势 

Fig. 1  Change trend of marine carrying capacity in Jiaozhou 
Bay from 2000 to 2020 

 

2.2  承载力各准则层结果 

海域承载力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 , 较为复杂 , 

故本研究在上述总承载力评价基础上, 再利用各评

价指标进一步对各准则层(驱动力 D、压力 P、状态 S、

影响 I 和响应 R)的状况进行分析, 找出可能影响胶

州湾海域承载状况变化的因素。 

2.2.1  驱动力层 

从驱动力层因素的变化趋势来看, 2000—2020 年

胶州湾海域所承受的驱动力变化不大[图 2(a)], 主要

原因在于随着青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人口

总量虽持续增加, 但因 2008 年起因户籍管理力度增

强, 从而导致人口数量上升幅度受限。由图 2(b)可知, 

胶州湾海域驱动力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趋势基本一

致, 其驱动力主要是青岛经济发展。其中, 青岛海洋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5%, 2020 年达到 3 580 亿元。 

2.2.2  压力层 

从压力层因素的变化趋势来看 , 胶州湾海域所

承受的压力整体变化也不大[图 2(a)]。在五类准则中, 

压力值最大 , 且与海域承载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在 2013 年也出现降低趋势[图 2(a)], 故胶州湾海域

承载力的变化主要受其所面临的压力的影响。另外, 

由图 2(c)可知, 2000—2020 年胶州湾海域压力值变化

趋势与资源需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其压力主要

是受到青岛海洋资源需求的影响 , 主要原因在于

2000 年以来围填海工程、开放式海域养殖活动规模

和强度、人工鱼礁建设、港口开发和建设、滨海旅

游业及其他临海产业发展等涉海活动, 导致海洋资

源需求旺盛 , 利用强度和广度持续提升 , 同时海洋

生态环境亦面临较大压力。 

2.2.3  状态层 

从状态层因素的变化趋势来看, 2000—2020 年

胶州湾海域状态值变化趋势与海洋资源的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图 2(d)], 故胶州湾海域状态主要受青

岛海洋资源水平下降带来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人口

增长和围海造地所导致的人均滩涂和用海面积的

减少。相较于 20 世纪 50 至 90 年代胶州湾盐田建

设、围垦海农业建设、滩涂围垦养殖、港口开发、

滨海公路建设及临港工程建设等大规模围海工程 , 

2000 年以来围海造地速度相对下降, 但围填海规模

依然可观, 如胶州湾水域面积由 2005 年的 357 km2

降至 2008 年的 348 km2, 胶州湾湿地面积由 1988 年

的 508.51 km2降至 2008 年的 348. 25 km2, 加上同期

人口数量的增长, 导致滩涂和用海面积人均占有量

明显下降。 

2.2.4  影响层 

从影响层的变化趋势来看, 它与状态值变动趋

势较为一致[图 2(a)]。具体而言, 尽管这一影响受资

源、环境及经济共同作用, 但主要受资源变动的影

响[图 2(e)], 即 : 受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年增长率

的影响(表 1), 故要维持其增加值年增长率的稳步

增长, 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当前优势态势较为显著、

生态友好型和资源开发附加值较高的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和滨海旅游业的发展, 促进其提质增效和高

质量发展, 同时适当限制海洋渔业利用程度并加强

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实现海域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及其结构和功能的稳定, 从而有助于实现海域利用

可持续发展。 

2.2.5  响应层 

从响应层的变化趋势来看, 2000—2020 年胶州

湾海域响应值在 2013 年之前整体变化不大, 之后

在 2016—2019 年上升 , 2019—2020 年下降 ([图

2(a)]。另外, 2000—2020 年胶州湾海域响应值的变

化趋势与资源修复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图 2(f)], 

故胶州湾海域响应值主要受海洋生态修复带来的

影响, 如人工增殖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恢复起到促进

作用 , 以及固废和废水处理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2013 年以来, 为实现整体保护和综合治理, 青岛统

筹考虑全市海岸带、海域及陆域空间, 建立全要素

生态修复总体框架 , 实施了一系列系统修复工程 , 

如胶州湾海域的水质提升工程、湿地生物栖息地修

复工程、陆域污染面源控制工程、入海河口污染控

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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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0 年胶州湾海域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各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 

Fig. 2  Change trend of driving force, pressure, status, impact, and response factors in Jiaozhou Bay from 2000 to 2020 

 

2.3  承载力子系统协调度分析 
2000—2020 年, 胶州湾海域承载力子系统耦合协

调度虽波动幅度较大, 但总体呈“良好协调至中级协

调”的下降态势(图 3)。具体而言, 2000—2007 年耦合

协调度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并总体呈上升态势, 这主要

得益于胶州湾海域近岸开发强度虽然较高但整体开发

强度较适宜, 但 2008 年以来因浒苔暴发而导致耦合协

调度出现更大幅度波动, 严重影响了子系统之间原有

的相对稳定的相互作用关系, 并于 2013 年由良好协调

下降至中级协调[36-37], 但由于政府及时采取海洋大型

藻类灾害专项监视监测预警体系和治理措施, 最大限

度降低其对胶州湾海域的影响, 使得其耦合协调度水

平依然维持在终极协调水平。但是, 2020 年耦合协调度

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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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胶州湾海域承载力子系统耦合协调度 

Fig.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marine carrying capacity for the subsystem in Jiaozhou Bay 

 

3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根据胶州湾海域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

发展特点, 首先构建一套包含 37 个指标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 其次利用熵值法和 DPSIR 模型对 2000— 

2020 年胶州湾海域承载力进行评估, 并对其中的 5

类准则层进行分析, 最后探究影响胶州湾海域承载

力变化的原因, 得出如下结论:  

1) 2000—2020 年胶州湾海域承载力处于强可

载、近满载状态, 总体呈现降低趋势;  

2) 对资源需求的压力是影响胶州湾海域承载力

的主要原因, 而在各准则层中, 驱动力主要受 GDP

增长率的影响, 压力主要受海洋渔船数和海洋渔船

功率的影响, 状态主要受人均滩面积涂和人均用海

面积的影响, 影响主要受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年增

长率的影响, 响应则主要受人工增殖放流的影响。 

3) 2000—2020 年, 胶州湾海域承载力耦合协调

度总体呈上升态势, 并从初级协调上升至良好协调, 

但 2008 年以来多次暴发浒苔导致协调度出现较大幅

度波动。 

根据研究结论 , 为改善胶州湾海域承载力 , 提

出如下建议:  

第一, 减轻海域压力, 提升资源开发水平, 促进

海洋经济发展。尽管当前胶州湾海域承载力还未出

现过载状况 , 但在个别年份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 , 

因而有必要减少对海洋资源环境产生的压力, 减轻

海域压力。同时, 有关部门继续加大培养海洋科技人

才的投入, 提升海洋经济发展水平[40]。 

第二 , 提升海洋生态修复水平 , 加强海洋生态

环境养护。海域承载力具有一定的阈值, 若海域的开

发利用超过这一阈值, 可能会导致生态平衡等系列

问题产生 , 海域所能提供的资源量亦将下降 , 但可

以通过海域利用调控、科技进步等措施和手段逐步

予以恢复[41]。通过人工增殖放流、蓝色海湾工程、

渤海攻坚行动计划、海洋保护地建设和海洋牧场等

措施, 进一步提升该海域的承载能力。 

第三, 加强海洋环境监管,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设立专项资金研究浒苔预防治理和废水处理技术 , 

制定相关排放标准 , 建立排污权交易机制 , 加强污

染物排放的监管力度 , 努力降低污染物排放量 , 确

保海洋生态资源环境的利用不超过其海域承载力 , 

从而有助于海域可持续发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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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carrying capacity is a key indicator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rin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of Jiaozhou Bay and the DPSIR model, an indicator system is developed 

to evaluate the marine carrying capacit of Jiaozhou Bay y and the entropy method is subsequently used to distribute the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Moreove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u-

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within the carrying capacity subsystem of Jiaozhou Bay in 2000–2020 to provide a good dem-

onst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y adjacent Gulf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etween 2000 and 2020, the variation range of the marine carrying capacity is 0.70–0.95,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Jiaozhou Bay is 0.73–0.85.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carrying capacity of Jiaozhou Bay exhibits a downward trend from 2000 to 2020,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trend from 

strong load capacity to critical load capacity, respectively; 2) the demand for marine resources in the pressure layer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GDP growth rate, number and power of marine fishing vessels, per 

capita beach and sea areas, annual growth rate of the added value of major marine industries, and artificial proliferation 

and release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riving force layer, pressure layer, state layer, influence layer, and response 

layer, respectively; and 3) the change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system in the evaluation range approxi-

mately exhibits an overall trend of “primary coordination to good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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